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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东方政策在施特雷泽曼的外交总战略中虽然处于次要地位 , 但基于复

兴德国的种种现实需要 , 施特雷泽曼始终未忽视并逐步加强了对苏合作关系。 在

1926年 《德苏中立条约》 签订前 , 施氏对苏外交表现得 “缺乏热情”、 “小心谨慎” ,

其东方政策明显地反映了辅佐德国对西方外交的一面。 而后阶段的施氏对苏外交则

显得较积极果断。 东方政策作为施氏整个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 , 突出反映了其外交

的现实性和独立性 , 对战败德国的迅速复兴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 并在客观上

也极为有效地支持了社会主义苏联 , 以及有利于 “整个欧洲减轻战争威胁和维持和

平”。

施特雷泽曼的东方政策 , 即指 1923年至 1929年施特雷泽曼执掌德国外交时期对苏联的

政策。 本文拟就东方政策在施特雷泽曼外交总战略中的位置及其出发点、 东方政策的贯彻实

施及意义作一论述。

一

在施特雷泽曼的外交总战略中 , 东方政策与对西方战胜国的政策相比较 , 无疑处于次要

地位。 但是 , 基于战败德国的自身利益需要 , 施特雷泽曼并未轻视对东方苏联的关系。

施特雷泽曼于 1923年 8月开始执掌德国外交。此时 , 德国外交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同

年 1月发生的鲁尔危机使德国的政治经济迅速濒临崩溃 , 工业生产急剧下降 , 失业人数不断

增加 , 通货膨胀达到天文数字 ; 国内各种矛盾也迅速激化 , 人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 不过另

一方面 , 鲁尔危机发生后国际局势很快出现了有利于德国的重要转折。 美国趁鲁尔危机重返

欧洲 , 通过插手德国赔款问题开始积极干预欧洲事务。 法国出兵鲁尔 , 不仅在经济财政上损

失惨重 , 而且遭到国内外舆论普遍谴责 , 在政治道义上处于不利地位。 这时的英法矛盾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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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表面化 , 并且英国开始联合美国共同压制法国。 出于各自政治经济利益需要 , 特别是英美

开始真正有效地贯彻其扶德政策 , 法国也迅速改变其初衷开始寻求对德和解 , 继而又采取了

拉拢德国的方针。 此外 , 东方的局势对德国也极为有利。东方大国苏联当然十分重视利用战

败德国与西方战胜国的矛盾。尤其在 1923年 10月的德国汉堡起义失败后 , 苏联更是完全放

弃了对德政策的双重性 , 即放弃了力促德国爆发革命的目标 , 而日益倾力于在 《拉巴洛条

约》 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外交上争取德国 , 以阻止德国被拉入西方反苏阵营和加强苏德多方面

的合作。

如何利用上述有利的国际背景 , 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外交战略来摆脱德国国内政治经济危

局和实现德国既定的挣脱凡尔赛体系的束缚、 重整实力和迅速恢复往日大国地位的外交总目

标 , 无疑是施特雷泽曼外交面临的首要问题。 应该看到 , 当时德国统治集团在如何实施外交

策略上有着分歧。 主要代表德国重工业、 军事工业及大地主利益的民族党主张对西方战胜国

采取强硬政策 , 公开要求抵制 《凡尔赛和约》 与赔款计划的实施 ; 国防军首脑泽克特和驻苏

大使兰曹等人认为 , “德国唯有通过与大俄国坚固的结合才能重返大国地位”① ;外交部国务秘

书舒伯特等人又力主德国外交应完全倒向西方。而施特雷泽曼则根据德国自身处境及复兴目

标的需要 , 坚决反对对西方战胜国采取强硬政策 , 也反对德国外交完全倒向西方或东方 , 而

是采取了以和解为途径的手段 , 以东西方两面外交为原则 , 又以西方为重心的外交战略。

为了能充分利用西方战胜国与东方苏联的矛盾对立 , 施特雷泽曼坚决主张 , 德国外交必

须面对东、西两方 ,竭力避免单独面对乃至完全追随一方 , 更不能与一方结盟反对另一方。他

认为 , 德国 “亲西方反俄或亲俄反西方” 都会有危险 , “单方面联盟可能会卷入一场战争”
②
。

尤需指出 , 施特雷泽曼实施两面外交并不等于在东、 西方之间搞平衡。 事实上 , 施特雷泽曼

外交有重心 , 且 “重心在西方而不在东方”③。他 “不愿在东西方之间推行秋千政策” , 赞成

“主要面向西方的外交政策”
④
。对其外交来说 , 谋求英美支持及与世仇法国和解 , 使德国迅速

返回西方阵营乃至从战胜国手中重新取得往日的地位权益无疑头等重要 , 而维持发展对东方

苏联由 《拉巴洛条约》 开创的合作关系则是次要的 , 或很大程度上主要辅佐于德国在西方的

目标追求。

施特雷泽曼明确指出: “战败德国要保持持久的安全存在和重新复兴 ,必须与协约国包括

法国和解”⑤ , “德国在与苏联和解 (指签订 《拉巴洛条约》 ) 后 , 应回到西方世界中去”⑥ , “在

经济及社会方面固定于西方体系” , 以及依靠西方资本来恢复经济。他进而认为: “德国对外

政策的核心问题在于同法国的关系。 不澄清德法关系中所存在的经济和军事问题 , 就无法想

象德国的复兴。”⑦。而英国则是法国在欧陆称霸的对手 , “对解决德法关系问题处于关键地

位”; 尤其 “战后德国对外政策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比美国更真挚的承认” , 因此德国须力争

获得英美的扶持。

至于德国对东方苏联的关系 , 鉴于两国社会制度根本对立 , 施特雷泽曼明确表示 , 从总

作战略上来看 , “我对我们与苏关系估价不太高”⑧ , 对德国复兴来说 ,与西方战胜国达成协议

远比维持与苏合作的拉巴洛政策重要。他曾在日记中写道: “只要布尔什维主义在那里长久地

统治着 , 我无法对德苏结合有许多期待”
⑨
。他还甚至说过 , 德国 “与共产主义俄国联姻 , 无

异于与一位欲谋害本民族的凶手同床共寝。这种虚假最终将不可能长久保持下去”10。

当然 , 施特雷泽曼尽管置东方政策于次要地位 , 且敌视布尔什维主义 , 但并未忽视德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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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他从现实出发 , 也十分清醒地意识到 , “放弃与莫斯科的联系是愚蠢的” , “始终存在的

西方国家对危险的德苏政治上一致的想象 , 对德来说是一笔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资产”。德国

必须利用对苏关系这张 “王牌” 来抗衡西方 , 并 “为德国的修正政策保持回旋余地和行动自

由”
11
。

此外 , 施特雷泽曼也看到 , 战败德国在经济、 军事及对付波兰和收回东部领土等方面也

尤需苏联的合作。一战前德、俄间有大宗贸易 ,例如德国所需进口谷物几乎全部来自俄国 , 木

材进口约 50%来自俄国 ; 而俄国总输入的 47. 5%来自德国 , 且主要进口工业品。战后德国失

去了所有殖民地及海外市场 , 因此更迫切需要苏联丰富的资源和广阔市场。 在军事上 , 德国

可以通过与苏合作抵制西方对德军备限制 , 利用苏联领土继续研制各类武器和训练各种军事

人员 , 为将来公开恢复军备打下基础。还有战败德国极端仇视波兰 , 因其东部领土被分割的

最大受益者是波兰 , 且波兰又是世仇法国的 “宠儿和最信赖的同盟者”。而德国要对付波兰及

修改东部边界 , 尤需同样仇视波兰且对其有领土要求的苏联的合作。值得提及的是 , 苏联在

对德外交中也一直充分利用 “波兰牌” 来刺激、 拉拢德国。

二

施特雷泽曼的东方政策 , 可大体以 1926年德苏签订中立条约为界分两阶段来论述。在前

阶段 , 施特雷泽曼对苏外交表现得 “缺乏热情”、 “小心谨慎”
12
, 其东方政策明显反映了辅佐

对西方外交的一面。不过基于现实需要及在苏联外交的推动下 , 施特雷泽曼也维持并发展了

对苏关系。

施特雷泽曼执掌德国外交后 , 便开始倾力贯彻与西方战胜国的和解战略 , 尤其在接受

“道威斯计划” 后不久又推出 “洛迦诺政策” , 作为外交上的 “主题” 和 “基石”
13
。 当然 , 与

此同时 , 他并未放弃和忽视对苏关系。他在上台后不久 , 即指示恢复了一度中断的德苏经济

谈判。 1924年 5月 , 德国外交部就对苏关系明确规定 , 德国在政治上必须 “与俄国保持充分

谅解的关系” , 经济上必须 “力争在对俄贸易中至少较他国保持优势”
14
。也就在同月 , 发生了

柏林警察冲击苏联商务代办处事件。 施特雷泽曼不愿由此恶化德苏关系 , 以至损及德国对西

方的抗衡地位 ,因而在伦敦会议召开前夕即 7月 29日与苏联签订一份备忘录 ,其中德国答应

处罚罪犯与赔偿苏方损失 , 从而缓和了一度极为紧张的德苏关系。

此后不久 , 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摆在了施特雷泽曼的东方政策面前 , 这就是如何对待苏

联提出的缔结两国政治条约的建议。 随着西方战胜国加紧扶持拉拢德国及德国推出 “洛迦诺

政策” , 苏联日益忧虑不安。苏联认为 , 在德苏关系上 , “仅仅以拉巴洛条约为基础已不足以

应付已发生重大变化的世界政治的需要”
15
。于是 , 从 1924年秋起 , 苏联更积极主动地展开对

德外交 , 以图阻止德国加入国联乃至完全倒向西方 , 谋求进一步加强苏德合作。尤其在 12月

底 , 苏联正式向德国提出了缔结两国政治条约的建议。

对这一建议施特雷泽曼采取了应付、 拖延的态度。他在给驻苏大使兰曹的指示中提到 ,

“对苏联政府的建议 ,除了采取拖延态度直至德国与西方国家谈判取得成果为止外 ,没有其他

办法”16。他还指出: “卓有成效的对苏谈判可能不利于缔结莱因公约 ,而不同苏联谈判同样也

无利于此。”17显然 , 他既不愿在刚推出洛迦诺政策之际与苏 “打得过于火热” , 以免影响对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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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外交 ; 同时也不愿拒绝苏联建议 , 以免恶化德苏关系。尤其是 , 他还需要利用 “俄国牌” 来

对付和刺激西方战胜国 , 以达到德国在西方的目标。于是 , 施特雷泽曼在 1925年 1月初和 3

月初先后以德国内阁发生危机和艾伯特总统逝世为由 , 表示将推迟对缔约建议的回答 ; 同时

又让兰曹告诉苏联外长齐切林 , 德国对苏联建议并非没有兴趣。 一直到 3月中旬 , 施特雷泽

曼才决定答复苏联。但是 , 所谓答复根本未针对缔约建议 , 而仅仅是让兰曹对苏 “抚慰” 了

一番 , 表示德国目前在西方的所有政策纯属为了防范法国 , 绝不意味着改变拉巴洛原则 , 相

反 , 德国还将利用各种机会途径来帮助苏联。

不过从 5、 6月起 , 施特雷泽曼对苏态度逐渐有所改善。究其原因 , 首先在于德国对西方

外交不如意。 在莱因公约等问题上 , 虽然得到英美支持 , 但来自法国的阻力仍很大。 特别是

6月上旬 , 通过施特雷泽曼与英国驻苏大使阿拜隆的谈话表明 , 即便德国加入国联 , 甚至 “拿

德俄关系作孤注一掷的话” , 英国也不会满足德国对有关领土尤其是殖民地委任统治权的要

求。尽管这仅仅只是试探 , 但至少使施特雷泽曼明白 , 德国很难指望从西方战胜国手里重新

获取往日的地位和权益 , 从而更加意识到维持、 利用德苏关系的必要性。其次 , 则在于苏联

外交对德国的刺激。鉴于难以阻止德国与西方达成协议及德国对缔约建议的拖延 ,苏联从 5月

起积极谋求改善与法波的关系 , 既力图加强自身地位 , 又以此来刺激德国。 施特雷泽曼唯恐

苏联的举动会损及德国修正政策。此外 , 随着经济的恢复发展 , 德国出现了严峻的工业品销

售困难 , 不少企业纷纷裁员甚至倒闭 , 工业界也迫切要求进一步开拓苏联市场。

基于以上因素 , 施特雷泽曼于 5月又突出强调 “德苏关系对于两国永远具有重大意义”。

并向苏方一再表示 , 德国 “进入国联不会对苏产生任何不利 , 我们不会接受现在形式的国联

第 16条款”18。特别是从 6、 7月起 , 施特雷泽曼一再指示在莫斯科参加经济谈判的德国代表

团 , 在有关承认苏联外贸垄断权等问题上作出让步 , “以免谈判破裂” ; 并强调 , 鉴于 “德国

严重的贸易局势及 `抚慰’ 苏联的需要 , 对苏达成协定是符合人们迫切愿望的” , 由此并可

“为德国在即将来临的谈判 (指洛迦诺会议 )中创造一个重要及有利的地位”19。于是 , 恰好在

洛迦诺会议期间即 10月 12日 , 德苏签订了经济条约 , 它调整了两国间一系列重大的经济与

法律关系。此后 , 施特雷泽曼又不顾英美竭力反对 , 积极促成德国分别两次对苏联提供 1. 06

亿和 3亿马克贷款。

至于缔结政治条约一事 , 在苏联不断催促下 , 施特雷泽曼先是在 6月对苏建议 , 在两国

经济条约中加一 “序言” 来代替政治条约 , 遭到拒绝。 在德苏经济条约签订后的 12月中旬 ,

他又向来访的齐切林提出一份备忘录草案 , 其意旨在打消苏联对德可能参加 “反俄战争” 的

顾虑。它虽较 “序言” 形式进了一步 , 但仍不可能满足苏联的要求。一直到 1926年 3月 , 施

特雷泽曼才终于决定迅速与苏缔约。这是因为 , 在 3月国联会议上 , 由于法波等国从中作梗 ,

使德国加入国联暂时受阻 , 因而他对西方又一次打了 “俄国牌”。另外 , 此时苏联又加紧对德

打 “波兰牌”。 3月 14日齐切林告知德方 , 苏联正力图与波兰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此举对施特

雷泽曼自然不会没有促动。于是 , 德国于 4月 24日与苏联在柏林正式缔结了中立条约。条约

声明 , 在第三国或第三国集团进攻缔约一方时 , 另一方应保持中立。

上述可见 , 德国 “与苏签约的主要目的在于安抚苏联” 和辅佐其西方外交 , 且条约的签

订主要是苏联外交不断推动的结果。 不过中立条约客观上加强了德苏关系 , 并正如苏联副外

长李维诺夫所说 , “一定程度上去掉了洛迦诺的反苏锋芒”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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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26年下半年起 , 随着德国地位的迅速提高 ,施特雷泽曼外交更力图加紧实现各项修

正目标。为此 , 以 9月德法图瓦里会谈为 “序幕” , 开始了在西方的 “大规模政治行动”。 至

于其东方政策 , 鉴于德国对苏联的多方需要仍然存在 , 故维持与苏合作的基调依然未变。 并

且 , 施特雷泽曼在后阶段的对苏外交显得较积极果断。

1927年发生的英苏冲突 , 对施特雷泽曼东方政策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当时 , 英国以同意

修改 《凡尔赛和约》 及让波兰交还但泽走廊等许诺来拉拢德国反苏。尤其是 , 此时因德国地

位已大大改善 , 经济实力已明显增强 , 国内各党派在对苏方针上也出现了动摇甚至较强烈的

反苏倾向。许多民族党人主张 , 只要西方战胜国答应取消 《凡尔赛和约》 有关条款及保证德

国外交自由 , 德国就加入西方反苏阵营。一些中央党人也怀疑 , “是否会因坚持拉巴洛政策而

错过与西方国家政治上的联合” ; 有的甚至还主张 , “先联合波兰去打苏联 , 然后再对付波

兰”
21
。而德国外交部一些重要官员 ,如东方司长瓦尔罗特等尽管不主张完全放弃对苏关系 ,但

都以苏联当时经济形势 “暗淡” 和怀疑苏联在与英冲突中能否 “最终坚持住” 为由 , 对继续

维持与苏合作持消极态度。 然而众所周知 , 施特雷泽曼并未被英国种种许诺所打动 , 也丝毫

未受国内各种消极甚至反苏主张的影响 , 在整个英苏冲突期间始终拒绝追随英国反苏而严守

中立。

不仅如此 , 施特雷泽曼还在一系列国际事务中积极采取了与苏合作的方针。 这突出表现

在对待 “东方洛迦诺” 及波兰和立陶宛冲突问题上。 1926年秋起 , 波兰在英国支持下企图实

施其筹划已久的 “东方洛迦诺”计划 , 即建立一个由波兰领导包括波罗的海三国的联盟集团 ,

以对付苏联或德国。但是 , 立陶宛与波兰之间存在着领土纠纷 , 并一贯主张由波罗的海三国

组成小协约国来维持当地安全 , 因而坚决反对波兰计划 , 以致波、 立矛盾不断激化。对此 , 德

苏客观上有着一致的利益目标 ,即都反对波兰的扩张意图 ,为此需要彼此合作。于是 ,从 1926

年秋起 , 施特雷泽曼开始与苏联就上述问题经常保持接触和交换意见。 他一再对兰曹强调:

“我们必须保护立陶宛 , 并从经济上加强它。在这方面与苏联达成一致是符合我们愿望的。”22

在翌年的一次国联行政院会议上 , 施特雷泽曼还当即 “拒绝了波兰关于建立东方洛迦诺的建

议”。

此外 , 施特雷泽曼积极支持苏联参加国际裁军会议 , 希望利用苏联来争取恢复德国的军

备平等权。 1928年 , 他从抗衡法国出发 , 极力主张让苏联加入非战公约 , 并且德国一度成为

美苏就苏联加入非战公约进行交涉的 “中间人”。同年 12月和 1929年 1月 , 德国又先后与苏

联达成了莫斯科经济议定书和调解协定 , 进一步畅通了两国经济贸易渠道及保证两国合作的

正常运行。

以上充分表明 , 施特雷泽曼外交在后阶段较积极地维持了对苏合作关系。对此 , 有的西

方史学家指出 , 德苏中立条约签订后的 1926年至 1929年是德苏关系发展的 “黄金时期”
23
。

三

考察施特雷泽曼的东方政策 , 尽管在外交总战略中处于次要地位 , 但作为其中一个不可

分割的组成部分 , 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首先 , 东方政策突出表明了施特雷泽曼外交的现实性和独立性。虽然施特雷泽曼从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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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仇视布尔什维主义 , 一再强调 “在德国国内同布尔什维活动的斗争是很有必要的” ; 不过他

从战败德国的自身利益出发 ,始终维持了与社会制度根本对立的苏联多方合作的东方政策。这

无疑突出表明了他是一位充分尊重实际的现实主义者。 另一方面 , 尽管施特雷泽曼执掌的是

一个战败并受到凡尔赛体系严酷束缚的国家的外交 , 尤其又置西方外交于首要地位以图迅速

返回西方阵营 , 但他并未因此而仰仗西方战胜国的鼻息及丧失在外交尤其东方外交上的独立

性和行动自由。特别是他在洛迦诺政策获得成功后 , 不仅未按西方战胜国的意愿背离拉巴洛

政策乃至成为其反苏的 “大陆剑” , 相反还不断地加强了对苏合作 , 始终维持了独立自主的东

方政策。

其次 , 施特雷泽曼维持与苏合作的东方政策使德国在政治外交和经济上获益匪浅 , 从而

对德国的迅速复兴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在政治外交上 , 使德国不断保持并加强了对西

方战胜国的抗衡地位 , 尤其卓有成效地辅佐了德国在西方的目标追求。 一战后 , 西方战胜国

极其害怕战败德国与苏俄走到一起去。 1922年的 《拉巴洛条约》 更使西方日益担心德苏结成

反对整个凡尔赛体系的军事政治同盟 , 因而拆散德苏关系以至拉德反苏便成为各战胜大国外

交上一个共同的主要目标。 1925年 2月 ,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 张伯伦就指出: “必须竭尽全

力使德国与我们西方体系相结合 , 以及阻止德俄组成一个反对西方的集团”
24
。而施特雷泽曼

正是充分利用了西方战胜国对 “德俄同盟” 的极端恐惧及拉德反苏的迫切愿望 , 巧妙把握时

机 , 不断打出 “俄国牌” 来刺激西方 , 迫使它们尤其是法国在种种国际问题上一再对德作出

让步 , 致使德国对西方外交尤其是洛迦诺政策获得极大成功 , 从而改变了战败国地位 , 成为

与英法平起平坐的政治大国。勿庸置疑 , 如果施特雷泽曼不是始终利用 “俄国牌” 来对付并

刺激西方战胜国的话 , 那么德国在西方的种种外交目标绝不可能如此迅速、 顺利地一一获得

实现。 另外 , 从施特雷泽曼的外交战略角度看 , 维持与苏合作的东方政策还排除了苏联与法

波 “在德国背后联合”
25
的可能。特别是德苏中立条约与排除新的 “英法协约” 的莱因公约一

起 , 使德国在东西方都排除了 “风险” , 保证了安全 , 并同样为德国修正东部边界保留了可能

性 , 以致它又有德国的 “再保险条约” 之称26。

在经济上 , 德苏合作使德国在苏联外贸中一直较其他西方大国保持了优势地位 , 有利于

德国解决随经济迅速恢复发展而显得日益突出的原料尤其市场问题。从 20年代中期起 ,德苏

业化贸易额不断上升 , 1924至 1925年为 8. 3亿卢布 , 1925至 1926年上升至 12. 6亿 , 1926

至 1927年又升为 14. 5亿 , 1927至 1928年更达到 19亿27。从 1926年起直至 1932年 , 德国在

苏联外贸中始终超过其他西方大国而占第一位。尽管苏联在德国外贸中所占比重一直较低 ,如

1926年仅为第 6位。但是 , 自 1925年起 , 苏联在德国机器制造、 电子和化学颜料工业等部门

的外贸中一直占据首位 , 即苏联始终是德国的机床、 电动机、 农业机器、 机器设备零件、 化

学颜料和电子产品的主要买主。这无疑大大缓解了德国自 1925年起出现的严峻的工业品销售

困难 , 从而有利于德国工业的进一步复兴。

再次 , 尽管施特雷泽曼的东方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复兴德国 , 但客观上也有效地支持了社

会主义苏联。 正如李维诺夫所指出 , 良好的德苏合作关系对苏联产生出 “特殊的利益”28。在

政治外交上 , 不断加强了苏联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抗衡地位 , 尤其使西方始终无法建立起

反苏统一战线 ,从而对苏联与西方资本主义之间维持某种均势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此 ,齐

切林指出 , 德国是苏联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赢得的一个最重要的 “支撑点”29 , 在社会主义和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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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义斗争中占有关键地位。苏联在外交实践中也是始终注意到这一点。比如 , 1927年英苏

冲突发生后 , 布哈林于 5月发表文章指责德国参加了帝国主义反苏 “大合唱” 及 “正在背离

东方和驶向西方”30。此文发出后 , 在威廉街引起了强烈反响。兰曹受施特雷泽曼委托向苏联

政府提出抗议 , 并指出布哈林文章对德苏关系起了不利影响。齐切林对此十分着急 , 直接写

信给布哈林指出其文章的危害。 齐切林还两次写信给斯大林本人 , 指出布哈林文章破坏了德

苏关系 , 并强调 , 正是现在 “我们必须维护和发展德国国内于我们有利的因素” , “苏联的生

存利益在于首先需要稳定柏林的局势”
31
。

在经济上 , 德苏合作使苏联能不断地从德国获得先进的大工业技术、 各种机器设备以及

科技人员的支持 , 从而对苏联的工业化建设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 , 1926年苏联与

外国签订的 10个有效技术援助协定中 , 有 8个是与德国达成的。 1928年的 50个类似协定中

也是同德国签订的最多 , 为 22个。 1929年苏德又签订了 28个此类协定。根据这些协定 , 德

国向苏联提供有关工业生产的技术、专利权、图纸模型及专家技术人员等。 20年代中后期 ,大

约有 5000多名德国专家和技术人员在苏联工作32。再者 , 从 1925年起 , 德国给予苏联的一些

贷款虽数量不是很多 , 但毕竟对苏联购买迫切需要的德国机器设备提供了部分资金 , 如 1926

年苏联获得的 3亿马克贷款中 , 2670万用于购买德国各种机床 , 5600万购买机械设备 , 2700

万购买动力设备 , 173万购买测试仪器 , 76万购买化工设备33。另外 , 德国贷款使 “苏联在帝

国主义国家财政封锁的围墙上打开了重大缺口” , 并且正是在德国贷款影响下 ,其他一些西方

国家 , 如奥地利、 意大利甚至英国等也陆续给苏联一些贷款。上述这些在客观上无疑有力地

支持了苏联的经济建设。

最后还应看到 , 东方政策作为施特雷泽曼和解外交的组成部分 , 不仅给德苏两国带来重

大实际利益 ,而且正因其始终阻止了西方反苏统一战线的建立 ,尤其是 1927年阻止了一场很

可能出现的反苏战争的发生 ,从而 “对于整个欧洲减轻战争威胁和维持和平”
34
, 乃至 20年代

欧洲经济贸易的恢复发展 , 无疑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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